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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本文基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饥荒，利用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４年的数据研究了饥荒经历的长期记忆。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对个人性格的影响导致个

人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较少，主要体现在用于视听娱乐、健身以及娱乐消遣等

享乐型活动的时间，进而影响心理健康。在考虑了个体的休闲和社交活动与心理健康之间

的内生性问题以及进行其他稳健性检验之后，该影响机制仍然成立。本研究为人生早期负

面经历的长期影响机制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充实了关于大饥荒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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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个体早期负面经历的长期影响得到相关领域学者们的密切关注。现有文献主要分

析负面经历对健康、教育、劳动力市场表现等人力资本方面的影响，然而，负面经历

也会在心理上形成长期记忆。此前的研究中，有学者发现饥荒对经历者的健康有负面

影响，包括身高、肥胖、高血压等疾病的发生概率等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Ｍｅｎｇ＆

Ｑｉａｎ，２００９；马光荣，２０１１）。也有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影响个人在人力资本方面的表现，

包括受教育状况、劳动力供给水平、收入和婚姻市场表现等 （Ｓｈｉ，２０１１）。然而，更为深

远的影响是，饥荒中的饥饿、孤独、恐惧等负面记忆会给亲历者带来心理创伤。目前已

经有文献开始探究饥荒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 （Ｒｅｎ＆Ｙｅ，２０１８）。然而，还未有文献研

究饥荒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内在影响机制，这是本文的切入点。本文基于中国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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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的饥荒，研究个人早期饥荒经历的长期记忆的发生机制。

根据心理学和行为学领域的研究，个人的早期经历和创伤会在其后很长一段时间

影响其心理状况和行为偏好 （Ｐｅａｒｌｉｎｅｔａｌ，１９８１；Ｈｏｌｍａｎ＆Ｓｉｌｖｅｒ，１９９８）。外生事件

的冲击和成长环境的变化，诸如战争 （Ｓｉｎｇｈａｌ，２０１８）、经济冲击 （Ｆｒｉｅｄｍａｎ＆

Ｔｈｏｍａｓ，２００９；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Ｎａｇｅｌ，２０１１）、火灾、洪涝和飓风等自然灾害 （Ｐａｘｓｏｎｅｔ

ａｌ，２０１２；Ｃａｍｅｒｏｎ＆Ｓｈａｈ，２０１５），都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持久的影响。而

且这种影响不会随着经济复苏或者时间的推移而消失，有时甚至会变得更加严重。那

么，对于饥荒的经历者而言，饥饿将通过什么渠道对个体的心理健康产生影响呢？对该

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进一步认识负面经历的长期记忆形成机制。

本文将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饥荒视为一次准自然实验，以２０１４年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成人调查问卷中关于抑郁量表的问题测量得分，作为心理健康状况的代理变

量。结合各省 （直辖市）饥荒非正常死亡率、个体样本的出生年份等信息，并匹配中国

家庭追踪调查２０１０年的数据，本文分析早期饥荒经历对个人心理健康长期影响的作用机

制。研究发现，饥荒经历显著增加了个人的心理抑郁程度，特别是对在幼儿、童年和青

少年时期经历饥荒的人群而言，该负面影响更加明显。这一结果和Ｒｅｎ＆Ｙｅ（２０１８）等

的结论一致。基于此共识，本文将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数据与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的数据进行匹

配，利用个人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长对饥荒记忆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

研究发现，饥荒经历影响个体的性格塑造，个体保守的性格和偏好造成休闲娱乐和

社会交往的不足，进而导致个体的心理抑郁。该机制在安慰剂检验、更替关键指标、剔

除 “上山下乡”经历等的影响等稳健性讨论之后依然稳健。考虑到个人用于休闲娱乐和

社会交往的时长与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利用同一

村 （居）内其他居民工作日日均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的均值变量作为工具变

量进行检验，进一步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此外，本文针对个体用于不同休闲活动和社

会活动的时长进行了异质性分析，发现饥荒经历会使个体减少用于视听娱乐、业余爱好、游

戏和消遣活动、玩耍以及健身锻炼的时间，进而影响个体的心理健康。本文为早期负面经历

的长期影响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并拓展了饥荒影响的实证分析。

二　文献回顾

（一）个体负面经历对人力资本的长期影响

已有研究发现，个人的早期经历与生活环境会影响其人力资本积累与生活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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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ｌｄｅ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Ｈｅｃｋｍａｎ，２００８；Ａｌｍｏｎｄ＆Ｃｕｒｒｉｅ，２０１１）。早期营养不良和饥荒

经历会对个人的身高与发育产生不利影响，并增加其患上糖尿病等慢性疾病的概率

（Ｂａｒｋｅｒ，１９９７；Ｒａｖｅｌｌｉｅｔａｌ，１９９８），进而影响其认知能力与受教育水平 （Ｇｒａｎｔｈａｍ

ＭｃＧｒｅｇｏｒｅｔａｌ，１９９１；Ｐｏｌｌｉｔｔｅｔａｌ，１９９３）。有研究认为，成长于贫困、弱势家庭的个

人更缺乏认知、情感和社交能力 （Ｋｎｕｄｓｅ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６）。在各种负面经历的研究中，

许多文献关注冲突的影响。Ｂｕｎｄｅｒｖｏｅｔ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Ａｋｒｅ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ａ）及 Ａｋｂｕｌｕｔ

Ｙｕｋｓｅｌ（２０１４）发现，战争冲突与贫困会对儿童成年后的身高体重评分、受教育程度

和收入水平产生负面影响。这些文献还强调经历者在受教育方面遭受的负面影响会损

害人力资本 （Ａｋｒｅｓｈ＆ｄｅＷａｌｑｕｅ，２００８；Ｃｈａｍａｒｂａｇｗａｌａ＆Ｍｏｒáｎ，２０１１；Ｓｈｅｍｙａｋｉｎａ，

２０１１；Ｌｅóｎ，２０１２；Ｊｕｓｔｉｎｏｅｔａｌ，２０１４）。此外，战争也会导致失业率的提高，增加其

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可能性 （Ｋｏｎｄｙｌｉｓ，２０１０）。除了冲突的影响，Ａｋｒｅ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１）

发现农作物歉收也会对儿童的身体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二）个体负面经历对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已有研究还涉及个体的心理健康。Ｂｒａｔｔｉａｅｔａｌ（２０１６）和 Ｓｉｎｇｈａｌ（２０１８）发现战

争对个人心理健康的影响，受战争影响的人患抑郁症的风险更高。而更多的文献从自

然灾害、金融危机、社会保障政策以及个体的家庭成长经历等角度探究了自然环境和

社会经济条件的变化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Ｆｒａｎｋｅｎｂｅｒ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８；Ｐａｘｓｏｎ

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Ｐｅｒｓｓｏｎ＆ＲｏｓｓｉｎＳｌａｔｅｒ（２０１８）发现，胎儿时期由于近亲亲属的死亡造

成的母体压力会增加个体在儿童时期注意缺陷多动障碍药物的摄取和成年期抗焦虑和抑

郁症药物的摄取。除此以外，也有研究发现，个体的留守经历以及所在的家庭亲情关系

冷漠、父母疏于照看甚至遭受过虐待行为等问题会影响其心理健康与主观幸福感

（ＭｃＥｗｅｎ＆Ｓｅｅｍａｎ，１９９９；Ｒｅｐｅｔｔｉｅｔａｌ，２００２）。

也有研究关注个人成长过程中经济社会条件变化的影响。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Ｔｈｏｍａｓ

（２００９）分析了１９９７年金融危机对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长期影响，发现经济危机造成

的经济混乱和政治不确定性加剧了各年龄段人群的心理困扰，特别是弱势群体。

Ｇｉｕｌｉａｎｏ＆Ｓｐｉｌｉｍｂｅｒｇｏ（２００９）发现，在经济衰退期间成长的个人倾向于认为生活中的

成功更多地取决于运气而不是努力，因此支持更多的政府再分配。除了宏观经济危机

的影响，失业问题和社会保障的获得都会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 （Ｍａｒｃｕｓ，

２０１３；Ｂａｉ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３）。社保政策给予的补贴能够通过提高青少年的入学率和消费

改善青少年女性的心理困扰 （Ｂａｉ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３）。此外，个体通过休闲时间的投入和

休闲消费带来的自我实现和社会联系会对个体的幸福感产生积极的作用，但是在互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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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上花费的时间则会有负面的效果 （ＤｅＬｅｉｒｅ＆Ｋａｌｉｌ，２０１０；Ｗａｎｇ＆Ｗｏｎｇ，２０１４）。

（三）关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饥荒的研究

较早的关于饥荒的研究主要关注饥荒导致的死亡人数统计 （Ｃｏａｌｅ，１９８１；Ａｓｈｔｏｎ

ｅｔａｌ，１９８４；Ｐｅｎｇ，１９８７；蒋正华、李南，１９８６；Ｙａｏ，１９９９；曹树基，２００５）以及饥

荒的成因分析 （Ｃｈａｎｇ＆Ｗｅｎ，１９９８；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Ｋｕｎｇ＆Ｌｉｎ，２００３；范子英、

孟令杰，２００７）。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研究涉及劳动经济学和健康经济学领域，关注饥

荒经历对幸存者的身体健康、劳动力供给、受教育程度以及婚配情况等的影响。饥荒

不仅对个人的身体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而且还影响个人在识字率、劳动力供给、

收入与婚姻市场等方面的表现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０９；Ｓｈｉ，２０１１；

马光荣，２０１１）。

此外，饥荒经历还影响人们的性格偏好与行为选择。曹树基 （２００５）发现，饥荒

使幸存者更珍惜金钱和粮食。Ｇｌｕ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的研究则表明，饥荒经历者更可

能在成年之后暴饮暴食以补偿之前的缺失体验。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１）针对饥荒对个

人储蓄行为的影响进行了分析，发现经历过饥荒的人其风险厌恶心理更强，有更强的

储蓄倾向，更不愿意进行金融风险投资。都田秀佳和梁银鹤 （２０１８）在研究中发现，

饥荒经历降低了个体的社交动机，使个体更倾向于信仰宗教。有过饥荒经历的企业高

管会选择更为保守的债务政策 （赵民伟、晏艳阳，２０１５），而饥荒经历对企业高管造成

的情感冲击也会使其所在的企业的慈善捐赠水平更高 （许年行、李哲，２０１６）①。Ｒｅｎ

＆Ｙｅ（２０１８）使用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的数据研究了饥荒经历对个人抑郁、幸福感、生活满

意度等心理情况的长期影响，发现早期的饥荒经历对个人的心理健康有显著的负面影

响，而这一效应部分地通过身体健康和社会经济表现发生作用。在目前文献的基础上，

本文就饥荒记忆的形成机制进行分析，讨论个体的性格形成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三　饥荒对性格的影响

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中国经历了严重的饥荒。相关研究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发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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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同时也有研究表明，个体的性格偏好与价值观决定其社交网络与生活方式，而社会交往带来

的社会支持与合理的休闲娱乐方式影响着个体的精神健康状况 （赵延东，２００８；Ｂｒａｊａ
ｇａｎｅｃｅｔａｌ，２０１１）。相关研究也为我们进一步探究饥荒经历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机
制提供了依据。



饥荒最严重的１９６０年，中国全部受灾地区为６５５百万公顷 （彭尼·凯恩，１９８８）。对

于饥荒幸存者而言，饥饿引起的营养不良对健康有长期负面影响，特别是对于正处于

人生早期阶段的人群。除了生活资料的严重匮乏导致人力资本形成所需要的资源不足

外，饥荒经历留下的负面记忆也影响个人性格、偏好和心理健康。

现有的研究发现，个体的早年经历如经济萧条 （Ｍａｌｍｅｎｄｉｅｒ＆Ｎａｇｅｌ，２０１１）和饥荒

灾害 （Ｇｌｕｃｋｍａｎｅｔａｌ，２００５）会对其性格和行为选择有深远的影响，特别是在个体的早

年如青春期，此时受到的影响会使个体的价值取向基本定型，并且在今后的生活中也基

本保持不变 （Ｋｒｏｓｎｉｃｋ＆Ａｌｗｉｎ，１９８９）。饥荒经历使个体体验到生存环境的艰苦和物质资

源的珍贵性，进而影响其后期的性格偏好与行为习惯。一方面，在饥荒时期形成的简朴

的生活习惯使个体对除了满足基本生活需要之外的休闲娱乐关注度不高。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１）的研究发现，经历过饥荒的个体在衣着、在外吃饭和交通通信等活动的消费比例

会有所减少。另一方面，饥荒时期的物质资源不足也使个体变得较为保守，有较强的预

防性动机，个体可能更倾向于将时间用于工作和自我提升，争取财富的积累和今后生活

的稳定保障。这已获得已有研究的认同 （赵民伟、晏艳阳，２０１５）。对普通个体而言，饥

荒经历者倾向于形成节俭保守的消费观，更加珍惜金钱和粮食积累，倾向于储蓄 （曹树

基，２００５；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换言之，饥荒经历使个体认识到物质保障的重要性，

形成较为保守的行为特征，较少进行社交娱乐，但这样会缺乏压力释放、情感倾诉和身心

治愈的途径，造成压力与抑郁等不良情绪的积累，影响心理健康。

虽然有较多的文献研究了饥荒对人力资本包括心理健康的影响，但并未充分讨论

其发生机制。本文拟从饥荒对性格影响的角度，探讨饥荒长期影响的形成机制。

四　数据与变量

（一）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源于２０１０年与２０１４年的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的成人库

数据。ＣＦＰＳ是一项由北京大学中国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ＩＳＳＳ）实施的全国性跟踪调

查，覆盖了中国总人口数的约９４５％，具有全国代表性。调查重点关注中国经济社会、

教育、家庭、人口和健康等方面的变迁，包含了出生地信息，为本研究提供了可靠的

信息。同时，本文引用Ｓｈｉ（２０１１）的做法，利用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的

数据计算得出饥荒时期各省 （直辖市）的非正常死亡率数据作为度量饥荒程度的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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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变量构造与描述性统计

参考任国强等 （２０１６）、Ｒｅｎ＆Ｙｅ（２０１８）、Ｓｉｎｇｈａｌ（２０１８）等的研究，本文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的成人问卷中抑郁量表的６个问题的加总得分，即心理健康状态的加总得

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作为衡量心理健康状况的被解释变量。具体而言，ＣＦＰＳ成人问卷抑郁

量表包含如下问题：“最近１个月，您感到情绪沮丧、郁闷、做什么事情都不能振奋的

频率”；“最近１个月，您感到精神紧张的频率”；“最近１个月，您感到坐卧不安、难

以保持平静的频率”；“最近１个月，您感到未来没有希望的频率”；“最近１个月，您

做任何事情都感到困难的频率”；“最近１个月，您认为生活没有意义的频率”。这些问

题设定的答案选项与得分如下：“几乎每天”为１分；“经常”为２分；“一半时间”

为３分；“有一些时候”为４分；“从不”为５分。６道题目的得分简单加总则为心理

健康状态的加总得分，该指标的分数越低表示其心理抑郁的程度越严重，得分越高则

表示该个体的精神状态越好。在进行模型估计时本文剔除了未接受抑郁量表调查的样

本缺失值。

饥荒严重程度的度量值是本文的关键数据。本文使用根据Ｓｈｉ（２０１１）的方法计算

的１９６０年的非正常死亡率 （Ｄｅａｔｈ）来衡量各省 （直辖市）的饥荒程度。非正常死亡

率是实际死亡率与预计的正常死亡率之差，具体计算方法如式 （１）所示。式 （１）中

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ｚ，ｊ表示ｊ省 （直辖市）在ｚ年的实际死亡率。预计的正常死亡率则是利用饥荒

的前后５年各省 （直辖市）的死亡率通过有限差分的方法计算所得。在计算中，Ａｖｅ

（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ｙｅａｒ１－ｙｅａｒ２，ｊ）表示ｊ省 （直辖市）在ｙｅａｒ１至ｙｅａｒ２时期死亡率的均值。所有地

区的死亡率数据来源于 《新中国五十五年统计资料汇编》。由于重庆市与海南省的行政

规划变更原因，本文将重庆市与海南省作为四川省与广东省的一部分，分别用两省的

非正常死亡率数据来衡量重庆市与海南省的饥荒程度。

Ｄｅａｔｈｚ，ｊ＝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ｚ，ｊ

－
Ａｖｅ（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１９５４－１９５８，ｊ）

＋ ［Ａｖｅ（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１９６２－１９６６，ｊ）－Ａｖｅ（ｄｅａｔｈ＿ｒａｔｅ１９５４－１９５８，ｊ）］×
（ｚ－１９５８）
（１９６２－１９５８[ ]{ }

）

（１）

在分析中我们须使用出生队列。本文将个人按照出生年份定义为经历过以及未经

历过饥荒的人，即按照其出生年份设定饥荒经历的虚拟变量 （Ｆａｍｉｎｅ），出生于１９６１

年及以前的Ｆａｍｉｎｅ取值为１，之后年份出生的为０。由此，通过各省 （直辖市）的饥

荒程度度量指标与饥荒经历虚拟变量的交乘项，本文得以捕捉饥荒经历对特定人群的

影响。此外，为了进一步探究饥荒经历对不同年龄阶段的人群的影响差异，本文还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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照张向葵 （２００２）、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１）等研究进一步对个体的年龄阶段进行划分，

划分为５组出生队列：Ｃｏｈｏｒｔａｆｔｅｒ１９６２为出生于１９６２年及以后的人群，即在回归中作为控

制组的未经历过饥荒的人群；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为出生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人群，在饥荒时期

这些人处于婴儿阶段；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５－１９５８为出生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的人群，在饥荒时期这些人

处于幼儿阶段；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４２－１９５４为出生于１９４２－１９５４年的人群，在饥荒时期这些人处于童

年和青少年时期；Ｃｏｈ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４１为出生于１９４１年及以前的人群，这些人在饥荒时期处于

成年时期。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的调查数据分别提供了个人在工作日和休息日用于工作、学习培训

和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等活动的时间分配数据。为了分析饥荒记忆的形成机制，本

文将 ＣＦＰＳ２０１４年和２０１０年的数据进行匹配，利用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数据中个人在工作

日用于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进行分析。之所以使用该指

标是基于两个方面的考量。一是工作日个体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间越

长，则体现出其对这些活动的重视程度越高，而工作日占据个人生活的大部分时间，

更能衡量个体日常的娱乐和社交情况；二是由于用于分析的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时

长包含了阅读、看电视、观赏等活动，在调查过程中，个体可能将在休息日期间在

家中的时间直接算入，使衡量存在偏误，导致差异并不明显。也正因如此，考虑到

不同休闲和社交活动可能带来的偏差，后文会进一步区分不同的休闲和社交活动的

影响差异。

本文参考马光荣 （２０１１）、Ｓｉｎｇｈａｌ（２０１８）等文献，控制了包括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是否有工作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是否处于已婚且有配偶的状态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以及个人的受

教育年限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等变量。本文还利用个体是否有抑郁倾向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和非正

常死亡率 （Ｄｅａｔｈ２）进行相应的稳健性检验①。此外，本文利用同一村 （居）内其他

居民工作日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长的均值变量 （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作为工具

变量，检验休闲社交活动与心理健康状况的内生性问题。本文将个体工作日用于休闲娱

乐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间划分为：用于视听活动的日均时间 （Ｒｅａｄｉｎｇ＆Ｖｉｅｗｉｎｇ），包

括阅读传统媒体、看电视、光盘、听广播、听音乐以及使用互联网娱乐的时间；用于

健身锻炼和娱乐消遣的日均时间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包括用于健身活动、体育锻

炼、业余爱好、游戏、消遣和玩耍的时间；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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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交谈、聊天、走亲访友以及参与各种聚会等活动的时间；用于社区服务与公益活

动的日均时间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包括参加社区或慈善机构组织的公益活动以及为其

他家庭提供无偿帮助和参与选举投票的时间；用于宗教活动的日均时间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

Ａｃｔｉｖｉｔｙ），包括在家和到专门场所的宗教活动。以此界定为基础，本文研究不同的休闲

和社交活动的影响差异。表１是本文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剔除了出生地信息和其

他关键变量缺失的样本，总样本量为２３０８４人。

表１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变量名 变量含义 观测值 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最大值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心理健康状态的加总得分 ２３０８４ ２６６９５７ ４０６５７ ６ ３０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是否有抑郁倾向（是＝１，否＝０） ２３０８４ ０３５２７ ０４７７８ ０ １

Ｄｅａｔｈ

Ｄｅａｔｈ２

衡量饥荒程度的各省（直辖市）非正常死

亡率

２３０８４ １５２１０７１４５１０９ －１１３ ５８２８

２３０８４ １４３５８９１３６０５１ ０５７ ５６７

Ｆａｍｉｎｅ 是否经历过饥荒的虚拟变量（是＝１，否＝０） ２３０８４ ０４１７３ ０４９３１ ０ １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现在是否有工作（是＝１，否＝０） ２３０８４ ０６７９９ ０４６６５ ０ １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是否在婚（是＝１，否＝０） ２３０８４ ０８４７０ ０３６００ ０ １

Ｇｅｎｄｅｒ 性别（男性＝１，女性＝０） ２３０８４ ０４７９３ ０４９９６ ０ １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受教育年限（年） ２３０８４ ７０１４６ ４７７４０ ０ ２２

Ｃｏｈｏｒｔａｆｔｅｒ１９６２ 出生于１９６２年及其后的人群 ２３０８４ ０５８２７ ０４９３１ ０ １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出生于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人群 ２３０８４ ００４４４ ０２０６１ ０ １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５－１９５８ 出生于１９５５－１９５８年的人群 ２３０８４ ００８８８ ０２８４５ ０ １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４２－１９５４ 出生于１９４２－１９５４年的人群 ２３０８４ ０２１８９ ０４１３５ ０ １

Ｃｏｈ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４１ 出生于１９４１年及以前的人群 ２３０８４ ００６５２ ０２４６８ ０ １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工作日日均自由支配的用于娱乐休闲和社

会交往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８４ ３５０９６ ２６０８７ ０ ２０

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
同一村（居）内其他居民工作日日均用于休

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均值（小时）
２３０８１ ３５０９３ １２１９２ ０４１５ ８３７５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ｅｗｉｎｇ 日均用于视听活动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５１ ２１３８８ １７１８３ ０ １４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日均用于健身锻炼和娱乐消遣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６０ ０６２３１ １１６９４ ０ １２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日均用于社会交往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５２ ０７０２５ １０１７７ ０ ２０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日均用于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６５ ００２０９ ０２２７７ ０ 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日均用于宗教活动的时间（小时） ２３０６８ ００２７３ ０２５５７ ０ ８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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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饥荒经历的长期影响

现有文献已证明饥荒经历对人力资本、健康等具有长期影响 （Ｍｅｎｇ＆Ｑｉａｎ，２００９；

马光荣，２０１１；Ｓｈｉ，２０１１）。与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Ｒｅｎ＆Ｙｅ（２０１８）等类似，本文首

先就饥荒经历对个体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进行一个初步的了解，见以下回归模型：

Ｙｉｊｔ＝α０＋βＤｅａｔｈｊ×Ｆａｍｉｎｅｉｔ＋λＸｉｊｔ＋αｊ＋δｔ＋εｉｊｔ （２）

在式 （２）中，被解释变量Ｙｉｊｔ表示ｔ年出生于ｊ省 （直辖市）的个人ｉ在２０１４年的

ＣＦＰＳ数据中心理健康状况的加总得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α０为截距项，Ｄｅａｔｈｊ表示第 ｉ个人

所在省 （直辖市）ｊ在１９６０年饥荒时的非正常死亡率，Ｆａｍｉｎｅｉｔ表示是否经历过饥荒的

虚拟变量 （出生年份ｔ若小于或等于１９６１年则为１，否则为０）。Ｘｉｊｔ则表示会对心理健

康状况产生影响的一系列控制变量，包括性别、婚姻状况、就业、受教育程度等。αｊ
与δｔ表示地区固定效应与出生年份固定效应。εｉｊｔ是误差项。由此，系数 β度量了饥荒

的严重程度对于经历过饥荒的人群的影响。

表２给出了式 （２）的基本结果，本文主要关注交乘项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表

２第 （１）列和第 （２）列的被解释变量都是心理健康状态的加总得分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可

见此时交乘项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显著为负，而且在控制了其他个体特征之后该系数

在１％的显著性水平下仍然为负。结果说明，饥荒经历对个人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负

面影响，个人所在省份遭遇的饥荒越严重，对心理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越大。结果与

Ｒｅｎ＆Ｙｅ（２０１８）、Ｓｏｎｇｅｔａｌ（２００９）、Ｘｕｅｔａｌ（２００９）等基本一致，说明饥荒经历对

个体的精神健康造成了负面影响。

表２　饥荒经历对个人心理健康状况的影响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３２

（０００５５）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７）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０２７２３

（００８５９）

Ｍａｒｒｉａｇｅ
０８４３４

（０１０７４）

Ｇｅｎｄｅｒ
０５９３５

（００５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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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
００８４７

（００１０３）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Ｒ２ ００４３ ００６４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
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不同年龄阶段的经历对个人的心理与精神状况的影响不同。为了进一步分析这一异质

性，本文参照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１）的做法，将样本按照出生年份划分为五个不同的出生队

列，包括在饥荒时期处于还未出生 （Ｃｏｈｏｒｔａｆｔｅｒ１９６２）、婴儿阶段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幼儿阶段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５－１９５８）、童年和青少年阶段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４２－１９５４）以及成年阶段 （Ｃｏｈ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４１），将在饥

荒时期还未出生的队列作为基准组进行分析。具体回归设定如式 （３）所示。

Ｙｉｊｔｋ ＝α０＋∑
４

ｋ＝１
βｋＤｅａｔｈｊ×Ｃｏｈｏｒｔｋ＋λＸｉｊｔ＋αｊ＋δｔ＋εｉｊｔ （３）

在式 （３）中，Ｙｉｊｔｋ表示ｔ年出生于 ｊ省 （直辖市）属于队列 ｋ的个人 ｉ在２０１４年

ＣＦＰＳ的抑郁量表调查中心理健康状况的得分。Ｃｏｈｏｒｔ１～Ｃｏｈｏｒｔ４分别表示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

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５－１９５８、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４２－１９５４、Ｃｏｈ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４１，β１～β４则是本文重点关注的饥荒严重程度

与出生队列的交乘项的系数。其余变量的含义则与式 （２）相同。

图１更直观地展示了式 （３）的回归结果。被解释变量为心理健康状态的加总得

分，图中画出了四个交乘项的系数与置信区间。从图１可以发现，个人在不同年龄阶

段经历饥荒对心理健康状况造成的影响存在差异。饥荒发生时处于童年和青少年阶段

的个体，其心理健康受到的影响最严重，其次是在幼年时期经历饥荒的个人。这一结

果与已有研究发现一致，即人生早期遭受冲击的影响最为显著 （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

Ａｋｒｅｓｈｅｔａｌ，２０１２ｂ；Ｂａｉｒｄｅｔａｌ，２０１３）。其中，在婴儿时期由于个体对饥荒经历还没

有全面的认知，饥荒记忆的影响比较弱。但是从幼年开始，个人的认知能力逐渐增强，

这个阶段的印象、记忆、情感已经能够影响其身心发展。特别是在童年和青少年时期，

个体精神可塑性最强，饥荒冲击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最为深刻。成人时期个体的性格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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价值观基本定型，成人的抗压能力更强，因此，饥荒经历对其心理状况的负面影响相

对不显著。

图１　不同时期经历饥荒的影响差异

注：图中报告交乘项 Ｄｅａｔｈ×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９－１９６１、Ｄｅａｔｈ×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５５－１９５８、Ｄｅａｔｈ×Ｃｏｈｏｒｔ１９４２－１９５４、

Ｄｅａｔｈ×Ｃｏｈｏｒｔｂｅｆｏｒｅ１９４１的系数及该系数９０％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六　饥荒记忆的形成机制

饥荒经历通过影响性格的塑造对心理健康产生长期影响。本部分对该机制进行

验证。

（一）性格形成机制的识别

饥荒时期生活资料严重缺乏，个体更加珍惜钱财，形成保守的消费倾向和较强的

预防动机与风险观 （曹树基，２００５；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赵民伟、晏艳阳，２０１５）。个

体用于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的时间较少，从而导致压力的积累，缺少合适的宣泄渠道，

损害心理健康。本文利用２０１０年ＣＦＰＳ数据中工作日的日均用于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的

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作为解释变量进行机制的识别。表３展示了对该机制进行基本识别

的估计结果。

表３第 （１）列报告了个人在工作日可自由支配的用于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的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对饥荒经历的回归结果，交乘项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在５％的水平下

显著为负。这表明，饥荒经历使个人减少在工作日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日均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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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表３第 （２）列将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和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式 （２）的回

归，结果发现，个人在工作日用于娱乐休闲和社会交往的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的系数

在１％的水平显著为正，说明个人进行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越短，就越会导致心

理健康状况变差。同时，表３第 （２）列的交乘项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虽然显著为负，

但是与表２第 （２）列的结果相比，系数的绝对值也由００１５４下降为００１５０，说明饥

荒经历主要通过改变个人的性格与消费观，减少个体在工作日日均用于休闲娱乐和社

会交往的时间，影响其寻求释放压力的有效渠道，导致心理抑郁问题。

表３　性格的影响：基本识别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５６）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Ｒ２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５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二）性格形成机制的稳健性检验

１安慰剂检验

在识别饥荒对心理健康的影响机制中，可能会存在和饥荒同时期发生的外生冲击，

或是遗漏变量的问题，从而导致估计存在偏误。为此，本文参照Ｃｈｅｎ＆Ｚｈｏｕ（２００７）、

程令国和张晔 （２０１１）的做法，通过人为设计饥荒的发生时间，结合个人的出生年份，

进行安慰剂检验。本文剔除１９６１年及以前出生的个体的子样本，利用饥荒发生之后出

生的个体样本进行基本识别，将饥荒发生的最后一年分别人为设定为１９７０年、１９７５年

与１９８０年，对应的虚拟变量分别是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０、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５、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８０。当把

１９７０年定义为饥荒发生的最后一年时，出生于１９７０年及以前的样本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０为１，

否则为０，以此类推。这样，我们得到相应的交乘项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０、Ｄｅａｔ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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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５和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８０，再分别估计这些交乘项对个体心理健康和用于

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时长的影响大小与显著性。如果我们在基本识别部分的结论是稳

健的，那么预计这些交乘项的系数将不显著。表４展示了具体的估计结果。我们发现，

交乘项的系数均不显著，说明了基本识别中的估计结果是稳健的。

表４　安慰剂检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ａｔｈ×
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４６）

００００８
（０００３０）

Ｄｅａｔｈ×
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７５

０００１４
（０００５０）

－００００７
（０００３２）

Ｄｅａｔｈ×
Ｆａｍｉｎｅｆａｋｅ１９８０

－０００５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０６
（０００３５）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１３４５１ １３４５１ １３４５１ １３４５１ １３４５１ １３４５１

Ｒ２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９ ００５７ ００９９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２心理健康状况衡量指标的更换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利用个体抑郁量表调查的心理健康状况的总分作为衡量个体

心理健康状况的指标。表１的变量描述性统计中显示，个体心理健康状况加总得分的

均值为２６６９５７。作为一个稳健性检验，本文设定一个关于个体的抑郁倾向的指标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作为新的被解释变量。如果个体在抑郁量表测量得到的心理健康状况加总

得分在２６６９５７及以下，则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为１，即存在抑郁倾向，否则为０。然后本文采用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对其进行回归，结果如表５所示。

从表５的第 （１）列和第 （２）列可见，饥荒经历与个体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

的时间负相关，饥荒经历会增加个体心理抑郁的可能性。在表５第 （３）列中将个体用

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放入此前的式 （２）进行估计时，个体

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的系数在１％的水平显著为负。这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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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越少，个体精神抑郁的可能性越高，同时交乘项的

系数从原来的０００３３减少至０００３１。结果表明，饥荒经历会导致个体用于休闲娱乐和

社会交往的时间减少，不利于不良情绪的排解与发泄，进而增加个体的抑郁倾向。

表５　基于心理健康状况指标更换的稳健性检验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Ｄｅｐｒｅｓｓｉｏｎ

Ｐｒｏｂｉｔ ＯＬＳ Ｐｒｏｂｉｔ

（１） （２） （３）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０３３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０３１

（０００１６）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０１２３

（０００４４）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７９ ２３０７９

Ｒ２／ＰｓｅｕｄｏＲ２ ００４２３ ０１４４ ００４２７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在Ｐｒｏｂｉｔ回归中展示的是ＰｓｅｕｄｏＲ２，在ＯＬＳ回归中展示的是Ｒ２。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３基于饥荒严重程度的衡量指标的检验

在前文中，我们主要参考了Ｓｈｉ（２０１１）的数据指标来衡量饥荒的严重程度。也有

学者采用 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的做法来衡量各省份的饥荒程度，如 Ｃｈｅｎ＆Ｚｈｏｕ

（２００７）。为了进一步分析本文估计结果的稳健性，本文采用了 Ｌｉｎ＆Ｙａｎｇ（２０００）的

数据作为饥荒的衡量指标 （Ｄｅａｔｈ２）进行估计，表６展示了相应的估计结果。从表６的

第 （１）列和第 （２）列可以看出，即使使用不同的饥荒程度的衡量指标，Ｄｅａｔｈ２×

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分别在１％和５％的水平下显著为负。这表明，饥荒对个体休闲娱乐和社

会交往以及心理健康有负面影响。在第 （３）列将交乘项和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同时作为解释

变量回归时，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的系数显著为正，而交乘项系数的绝对值由００１５９下降为

００１５４，同时系数的显著性也有所降低。可见，本表的结果所展示的规律与表３一致，

这进一步提高了估计结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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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６　基于饥荒严重程度的衡量指标的稳健性检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Ｄｅａｔｈ２×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５９

（０００６０）
－０００９２

（０００３８）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６０）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０４３５

（００１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Ｒ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５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４排除 “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

在本文使用的样本数据中，经历过饥荒的个体也都经历过知青 “上山下乡”。

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知青 “上山下乡”对亲历者有深远的影响。例如在 １９６８－

１９７０年经历 “上山下乡”的 “老三届”知青群体更加不信任专家学者 （梁平汉、

李佳珈，２０１４）。因此，也有可能是由于 “上山下乡”而非饥荒对个体的心理抑郁

产生影响。为了排除 “上山下乡”的影响，本文剔除了经历过 “上山下乡”的样本

群体，在此范围内进行分析。由于２０１４年 ＣＦＰＳ数据中没有关于 “上山下乡”情况

的调查，我们利用 ２０１０年 ＣＦＰＳ数据提供的信息进行匹配，然后将有过 “上山下

乡”经历的样本剔除以后再估计结果。表７展示了删除相应样本后的识别结果，从

中可见，饥荒经历减少个体进行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而当个体进行休闲娱

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与交乘项同时作为解释变量时，交乘项的系数

绝对值也由原来的００１５４降低为 ００１５０。这说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时间的减

少作为中介因素对个体心理健康造成负面影响。本部分的检验进一步提高了估计结

果的稳健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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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７　排除 “上山下乡”经历的稳健性检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９１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５６）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０４３４

（００１３２）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２３０８２

Ｒ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５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５针对人口流动的检验

虽然中国在饥荒发生期间实行户籍管理制度，人口流动的比例很小，但是考虑到逃

荒等原因，仍然有少部分人在早期进行迁移导致其出生地与居住地不同，引起本文估计

结果的偏差。在此前的一些研究中，由于缺乏居住地迁移与流动的相关信息，难以准确

衡量人口流动的影响，本部分充分利用２０１０年ＣＦＰＳ数据库提供的信息，分别将３岁、１２

岁时出生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个体所在的省份匹配为其居住地所在省份进行稳健性检验。

表８的第 （１）列至第 （３）列是将３岁时出生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个体所在省份匹配为３

岁时居住地所在省份后得到的估计结果。表８第 （４）列至第 （６）列则是将１２岁时出生

地与居住地不一致的个体所在省份匹配为１２岁时的居住地所在省份后得到的估计结果，

两组结果展示的规律与此前表３的识别结果相一致。可见，在考虑了人口流动的情况下，

饥荒经历仍会通过个体的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中介作用影响心理健康状况。

表８　针对人口流动的稳健性检验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０８６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４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０８７

（０００３６）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５６）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０４３７

（００１３１）
００４５５

（００１３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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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７７ ２３０７７ ２３０７７ ２３０８４ ２３０８４ ２３０８４

Ｒ２ ００６４ ０１４４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１４３ ００６５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三）内生性讨论

关于内生性问题，心理健康状况也可能减少个体的休闲娱乐与社会交往时间。为

了排除这种反向因果关系，本文通过工具变量回归来解决该问题。尹志超等 （２０１５）

利用同一地区其他人的金融知识水平作为个体金融知识水平的工具变量。石智雷和彭

慧 （２０１５）将同社区其他农民工的业余生活变量作为工具变量来衡量农民工的业余生

活情况。基于类似的思路，本文利用同一村 （居）内其他居民工作日用于休闲娱乐和

社会交往的日均时长的均值变量 （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作为个体在工作日投入于娱乐和社交

活动的日均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的工具变量进行检验。

一方面，个体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如看电影、逛公园、健身、聚会等都会受周

围人的影响，同一村 （居）内其他居民工作日日均用于上述活动的时长均值 （Ｍｅａｎ＿

Ｌｅｉｓｕｒｅ）反映了社区氛围，也从侧面体现周边娱乐环境的状况。整个社区氛围和娱乐环

境设施与个人投入在休闲和社交活动的时间有正相关的关系。图２给出了个体在工作

日投入于娱乐和社交活动的日均时间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与同一村 （居）内其他居民工作

日日均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的均值 （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的散点图和拟合线，两

个变量之间存在正向联系。另一方面，同一村 （居）内其他居民工作日日均用于休闲

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的均值对个体的心理健康状况不会产生直接的影响，有较好的

外生性。因此，本文将该指标作为个人的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时间的工具变量，使用

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表３第 （３）列的估计，得到的结果如表９所示。

表９的第 （１）列展示了第一阶段的估计结果，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的系数在１％的水平

下显著为正。这表明同一村 （居）内其他居民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均值与

个体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高度相关，而且对该工具变量进行弱工具变量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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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２　同一社区其他居民与受访者的娱乐和社交
时间关系的散点图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验时，Ｆ统计量的 Ｐ值为０，可见不存在弱工具变量问题。同时在表９第 （２）列中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的系数由原来表３中的００４３４增加为０１３３４，交乘项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的系

数绝对值为００１４２小于原来的００１５０，说明考虑了个体的休闲娱乐和社交活动时间与

心理健康的内生性问题后，饥荒经历通过改变个体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投入情况进而

影响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仍然是稳健的。

表９　基于工具变量的估计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Ｍｅａｎ＿Ｌｅｉｓｕｒｅ
０７４５９

（００１４５）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４２

（０００５５）

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０１３３４

（００６４８）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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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１） （２）

第一阶段 第二阶段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８１ ２３０８１

Ｒ２ ０２２８ ００６２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七　异质性分析

ＣＦＰＳ数据中个人用于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长包含了参与不同类型的休闲和社交

活动的数据，如阅读、游戏、健身、社区服务等。为了进一步分析不同休闲和社交活动

对个人心理抑郁程度的影响差异，本文根据ＣＦＰＳ问卷将Ｌｅｉｓｕｒｅ＿ｗｏｒｋ划分为个体日均用

于视听活动的时间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ｅｗｉｎｇ），健身锻炼和娱乐消遣的时间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社会交往的时间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的时间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以及宗教活动的时间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然后进行表３的基本识别，

具体的回归结果见表１０。表１０第 （１）列至第 （５）列展示的是饥荒经历对个体用于不同

休闲和社交活动的时长的回归结果。为了更直观地展示饥荒经历对不同休闲和社交活动

时间的影响差异，本文在图３画出了５个不同的回归结果中交乘项的系数和置信区间。从

图３可见，饥荒经历会减少个体日均用于视听活动的时间和用于健身锻炼和娱乐消遣的时

间以及用于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的时间。基于此前的分析，饥荒经历使个人趋于保守，有

较强的预防性动机 （赵民伟、晏艳阳，２０１５）。而个体进行视听活动包括阅读收听、网上冲

浪、下载网络游戏以及健身和看电影、玩游戏、外出参观游览等消遣活动更多属于享乐型的

投入而非必需的投入，是个体在满足基本生存需要后更高层次的追求。对经历饥荒的个体而

言，节约克制的习惯使他们对这些活动的积极性不高，而且将时间和金钱投入于这些活动，

只会减少自己的资金积累，消耗自己用于工作和创造财富的时间，不是他们的倾向选择。因

此，经历饥荒的个体对这种类型的消遣投入的时间会减少。同时，社区服务与公益活动主要

指参与公益活动，提供无偿的帮助和服务，对于饥荒经历者而言他们更珍惜物质和金钱

（曹树基，２００５；程令国、张晔，２０１１）。因而，对无偿的捐助和服务的投入时间会减少。

·５５·

林淑贞、周泳宏：饥荒、性格形成与心理健康



表１０　异质性分析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ｅｗ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１） （２） （３） （４） （５）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２０）
－０００４２

（０００１６）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１３）

－００００４

（００００２）
－００００１
（００００３）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
Ｖｉｅｗｉｎｇ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４９ ２３０５８ ２３０５０ ２３０６３ ２３０６６

Ｒ２ ０１２９ ０１０６ ００５７ ０００７ ００１７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
（６） （７） （８） （９） （１０）

Ｄｅａｔｈ×Ｆａｍｉｎｅ
－００１５２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０

（０００５６）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５７）
－００１５５

（０００５７）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
Ｖｉｅｗｉｎｇ

００４４５

（００１８１）
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
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

００９５３

（００２８２）

Ｓｏｃｉａｌ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
０００３０
（００３３２）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１１１６
（００８９６）

ＲｅｌｉｇｉｏｕｓＡｃｔｉｖｉｔｙ
０２３３２

（００９８３）
其他控制变量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常数项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地区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出生年份固定效应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控制

观测值 ２３０４９ ２３０５８ ２３０５０ ２３０６３ ２３０６６

Ｒ２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００６５

　　注：括号内是聚类到区 （县）层面的稳健标准误；、、分别表示系数在１０％、５％和１％的置信水平上显著。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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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３　饥荒经历对不同休闲娱乐和社会交往活动时长的影响差异

注：图中报告的是被解释变量分别为不同类型休闲和社交活动时长的情况下交乘项 Ｄｅａｔｈ×
Ｆａｍｉｎｅ的系数及该系数９０％的置信区间。

资料来源：根据中国家庭追踪调查 （ＣＦＰＳ）２０１０年和２０１４年数据计算得到。

　　另外，表１０的第 （６）列至第 （１０）列展示的是将不同休闲和社交活动时长分别

与交乘项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的结果，第 （６）列中 ＲｅａｄｉｎｇａｎｄＶｉｅｗｉｎｇ的系数

在５％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交乘项的系数绝对值由００１５４下降为００１５２。表１０第

（７）列中ＥｘｅｒｃｉｓｅａｎｄＲｅｌａｘａｔｉｏｎ的系数在１％的水平下显著为正，同时交乘项的系数绝

对值由００１５４下降为００１５０。这表明，饥荒经历者会减少用于视听活动、健身锻炼以

及娱乐消遣的时间，进而影响心理健康。表１０第 （９）列中 ＶｏｌｕｎｔｅｅｒＡｃｔｉｖｉｔｙ的系数并

不显著，交乘项系数也没有下降，说明虽然饥荒经历使个体减少参与公益活动的时间，

但是不会因此对他们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影响。总而言之，饥荒经历主要通过塑造个

体保守的性格，减少个体进行享乐型活动的时间，使个体缺少娱乐消遣的渠道从而导

致心理健康状况的恶化。

八　结论

人生早期的负面经历对个体行为和表现具有长期影响。现有研究主要集中于个体

负面经历对健康、教育等人力资本的影响，但负面经历也会在心理活动层面造成长期

影响。１９５９－１９６１年的饥荒作为一项重大事件，在亲历者的脑海里造成长期记忆。目

前有文献关注饥荒对于亲历者心理健康的长期影响，然而作为其影响机制的黑匣子尚

·７５·

林淑贞、周泳宏：饥荒、性格形成与心理健康



未完全揭开。

本文首先使用２０１４年ＣＦＰＳ数据验证了饥荒对个体心理健康状况的负面影响。与

现有相关文献的发现一致，饥荒会留下心理烙印。对于在饥荒时期处于幼儿、童年和

青少年时期的人群，饥荒经历显著地增加了他们成年以后的心理抑郁程度。本研究重

点揭示饥荒记忆形成的机制：饥荒经历对个人性格产生影响，导致个人缺少用于休闲

娱乐和社会交往的时间，损害心理健康。以上发现在考虑了个体的休闲、社交活动与

心理健康的内生性问题后依然成立，并通过了安慰剂检验、度量指标的更换、排除

“上山下乡”经历的影响等稳健性检验。而异质性分析发现，在不同的休闲和社交活动

中，饥荒经历者会减少用于视听活动、娱乐消遣和健身等享乐型活动的时间，进而造

成心理抑郁。本研究为早期经历的长期影响这一领域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证据，也充实

了关于 “大饥荒”影响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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